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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先秦时期麦类作物的发现与研究

郜媛媛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麦类作物大约在商代前后传入西南地区，从考古材料来看，西南地区麦类作物出现的年代呈现显著的西早

东晚、北早南晚特征。本研究在系统梳理西南地区先秦时期麦类作物发现的基础上，结合周边地区发现的材料，对西南

地区麦类作物的来源路径进行探索。麦类作物的传播路径可能存在北线与西线两条不同的通道：北线沿着粟类作物传

播的路径率先传入甘青地区后，继续向南传播至川西地区，并一路南下传播至云贵高原；西线则自青藏高原南北两端向

东传播。在麦类作物传入西南地区后，区域内平原和山地居民对于外来作物冲击的回应差异较大。平原地区的农业体

系相对成熟、保守且稳定，不容易受到外来作物的冲击，因而麦类作物始终只占据全部农作物的极小份额。但山地则不

同，山地作物系统倾向于多样化，且比较容易受到新物种的影响，作物体系转变较快，这在大麦的传播上体现得尤为显

著。在西南山地地区，麦类作物传入以后，很快被当地居民接受，原有的作物体系被打破，部分遗址甚至转而经营以麦类

作物为主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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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heat and barley were introduced into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e chronology of wheat and barley remains in southwest Chi-

na shows an obvious tendency that west and north region is earlier than east and south region. By integrating

the archaeobotanical material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we explore the two candidate

transmission routes of the wheat and barley. The north route, supported by the original millet-based agricul-

ture translocation and related cultural features, postulates that wheat and barley came in from Gansu and Qin-

ghai. While the west route, supported b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 the route might have been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edg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addition, after translocated into southwest China, wheat

and barley experienced totally different attitude by the local residents. People in the plain areas tend to have

a stable agricultural system, which is not readily impacted by exotic crops. As a consequence, wheat and bar-

ley have always occupied only a small share of all crops and did not incite the original agricultural system at

all. While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has shown a diverse feature and was easily affect-

ed by the new species. The acceptance of wheat and barley could be a good example. The original crop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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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was broken after the wheat and barley were introduced, and some sites even transferred into wheat and

barley based agriculture.

Key words：Southwest China；wheat and barley；Pre-Qin period；agriculture

引 言

麦类作物在中国的起源与传播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最新的考古证据显示，麦类

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很可能早至5200 BP前后①。其中在黄河流域，麦类作物在扩散和适应的过程中，

逐渐取代原有的以粟、黍等旱地作物为基础的作物体系，最终形成了我国“南稻北麦”的作物格局②。目

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麦类作物在西南亚地区被驯化，随后开始向周围传播③。中国出土的早期麦类作物主

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关于麦类作物传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有北方草原通道、河

西走廊、青藏高原南北缘、海上通道等说法④。
西南地区虽然深居内陆，但区域内山脉、河流纵横，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地交流的重

要通道。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关注到西南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并开始意识到西南地区在

与周边的南亚、东南亚等地区文化交流中所处的特殊区位⑤。近年来，随着西南地区植物考古工作的推

进，许多学者尝试通过追溯农作物的传播线路来重建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历程⑥。从现有证据

来看，麦类作物传入西南地区的年代偏晚，集中于青铜时代。对其来源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西北地区和青

藏高原东缘⑦。

本研究在系统收集整理西南地区出土麦类作物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的植物考古、农史研究等学术成

果，探索麦类作物在西南地区传播的路径，以及在麦类作物传入后，不同区域对麦类作物的接受、利用情

① Zhou XY, Yu JJ, Spengler RN, et al. 5200-year-old cereal grains from the eastern Altai Mountains redate the trans-Eur‐

asian crop exchange. Nature Plants, 2020, 6:78–87.

② a.杨颖：《河湟地区金蝉口和李家坪齐家文化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b.Jia X,

Dong GH, Li H,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cultural expans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in the

Western Loess Plateau, China. Holocene, 2013, 23: 85-92; c.Ma MM, Dong GH, Jia X, et al. Dietary shift after 3600 cal

yr BP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orthwestern China: Evidence from stable isotope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6,

145:57-70.

③ a.Daniel Zohary. Monophyletic vs. polyphyletic origin of the crops on which agriculture was founded in the Near East,

Genetic Resources and Crop Evolution, 1999, 46:133-142; b.Weiss E, Wetterstrom W, Nadel D, Bar-Yosef O. The broad

spectrum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plant remai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4, 101(26):9551-9555.

④ a.Dodson JR, Li XQ, Zhou XY, et al. Origin and spread of wheat in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3, 72:108-

111; b.Betts A, Jia PW, Dodson J. The origins of wheat in China and potential pathways for its introduction: A review.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48:158-168; c.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

2015年第3期；d.Liu XY, Lister DL, Zhao ZJ, et al. The virtues of small grain size: Potential pathways to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Asian wheat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 426:107-119.

⑤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⑥ a.Li HM, Zuo XX, Kang LH, et al.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southwest China: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Science China: Earth Sciences, 2016, 59(8): 1562-1573; b. Martello RD, Min R, Stevens C, et

al. Early agri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and radiocarbon dates from

Baiyangcun, Yunn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18, 20:711-721.

⑦ a.金和天：《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综合分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2-103页；b.

Guedes JD, Lu HL, Hein AM, et al. Earl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wheat and barley as staple crops on the margin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18):5625-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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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观察麦类作物传入后的区域农业发展差异。希望以麦类作物在西南地区的传播问题为切入点，为研

究中国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演变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

一、考古遗址出土的麦类作物遗存

文中所述及的西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以及重庆市，对应

的自然地理单元包括川东丘陵、川西山地、四川盆地、青藏高原以及云贵高原。区域内地貌类型多样，海

拔落差较大，最高处为8848米，最低处仅有56米。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为先秦时期，即公元前207年

以前，但是考虑到西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速率与中原地区并非完全同步，故个别年代晚至汉晋时期的

遗址也一并进行探讨，旨在更清晰地呈现西南地区麦类作物发展历程。

（一）川东丘陵

该区域经系统浮选的遗址仅郑家坝遗址1处，遗址坐落在嘉陵江流域一级台地上。植物考古证据

显示，粟的出土概率最高，其次为黍和稻，大麦仅占0.55%，表明遗址经营的是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①。

（二）川西山地

川西山地有5处遗址出土麦类作物。川西北山地仅阿梢垴遗址1处，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

汉唐时期。多个测年数据为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年代基础，可据此将植物遗存分为三期：

1400—1000 BC，400—200 BC，200 BC—1 AD，期间农作物均以大麦、小麦为主。总体来看，阿梢垴遗址

自1400 BC以来，经营的是以麦类作物为主、兼有捕猎、采集、饲养畜类的混合型农业②。

其余4处出土麦类作物的遗址均位于凉山地区，年代最早者为安宁河流域的横栏山遗址③。该遗址

主体属新石器时代，但出土的大麦测年结果为890 BP—650 BP，与其所在的新石器时代地层年代不符，

研究者推测可能是因为地形原因造成的种子渗漏④。排除异常数据后，横栏山遗址的农作物结构是稻、

小麦、粟混合的模式。但小麦的年代未经测定，仍存疑。此后2013年度横栏山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并

未发现麦类作物⑤。

莲塘遗址位于会理县黎溪镇，遗址出土器物与菜园子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存相似，AMS测年结果显

示小麦年代晚至明清时期⑥，暂不纳入讨论。团山包遗址和大山包遗址⑦均位于会东县小岔河乡，二者年

代相近，麦类作物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但两处遗址样品数量较少，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各类作物在遗址

中的地位。

① 闫雪、郭富、王育茜、郭晓蓉：《四川阆中市郑家坝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兼谈四川地区先秦时期炭化植物遗

存》，《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

② a.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九寨沟管理局科研处：《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阿梢垴

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2017年第10期；b.Guedes JD, Lu HL, Hein AM, Schmidt AH. Earl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wheat and barley as staple crops on the margin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

ences, 2015, 112(18):5625-5630.

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大兴横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38页。

④姜铭、胡婷婷、补琦、王昊：《西昌市横栏山遗址2011年及2013年度浮选结果简报》，《成都考古研究（三）》，科学出

版社，2017年，第503-514页。

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西昌市横栏山遗址2014年浮选结果及初

步研究》，《成都考古发现（2014）》，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134页。

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等：《2015年会理、会东县试掘遗址出土植物遗

存分析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4）》，第135-146页。

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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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发现的麦类作物数量偏少，且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其中能够明确认定的仅有成都中海

国际社区遗址出土的4粒商代中期小麦遗存①。而永福村遗址、燕磄村遗址、新一村遗址三处遗址出土

的农作物集中在十二桥时期，作物结构以稻为主、粟为辅，麦类作物数量极少，且不能够明确认定②，所
以本文暂不做深入讨论。

（四）云贵高原

云贵高原出土麦类作物的遗址共7处，其中海门口遗址出土麦类作物的数量最多，包括大麦与小麦

两类，还发现大量小麦穗轴。2008年海门口遗址的植物考古证据显示，遗址农业先后历经三个时期：第

一期以稻为主，粟为辅；第二期粟居首位，稻地位下降，且出现少量麦类；第三期麦类迅速占领首位，遗址

内仍有少量的粟和零星的稻③。同属滇文化聚落的江川光坟头遗址、澄江学山遗址内也发现小麦、小麦

穗轴遗存，“遗址的农业生产是以小麦、稻和粟为主、黍和裸大麦为辅的稻旱混作种植制度。”④学山遗址

出土农作物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小麦，共计7481个，占全部植物遗存的53.97%；此外还发现小麦穗轴

1766个，表明学山遗址的小麦应为本地种植⑤。

河泊所遗址⑥、古城聚落遗址同属石寨山文化的核心聚落，河泊所遗址小麦在农作物中所占比例较

大。古城聚落的植物考古证据显示，遗址附近有大量一年生水生植物，暗示遗址所处的环境为沼泽湿

地，但遗址仍有小麦遗存发现⑦。

玉碑地遗址年代与上述几处遗址相近，但农作物结构却截然不同。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粟、大豆

和小麦则为辅助性粮食来源，其中小麦的数量最少，占全部农作物的比例不足1%，反映出云贵高原地区

显著的作物种植区域差异⑧。

此外，黎海明、刘鸿高等对滇西北怒江中游地区石岭岗等几处新石器至青铜时代遗址进行了小规模

浮选，并进行了大植物遗存、微体植物遗存研究及C14测年。结果表明，以石岭岗遗址为代表的滇西北

青铜时期，人类摄食结构以C3类植物为主，可能来自水稻；也有部分人群摄食少量C4植物，可能是粟黍

类植物。遗址居民动物性资源来源广泛，不仅有家养动物，还有多种野生动物。大植物遗存证据表明滇

西北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发展历程历经了三个阶段：稻作农业阶段（4800—3900 BP），稻、粟混

作农业阶段（3900—3400 BP）和稻、粟、麦类混作农业阶段（3400—2300 BP）⑨。

（五）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发现麦类作物的遗址目前共有10处，其中年代较早的包括青藏高原东缘的卡若遗址和西

藏中南部的曲贡遗址、昌果沟遗址。卡若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以粟和黍为主，草莓属、委陵菜属以及悬钩

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中海国际社区遗址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成都考古发现（2012）》，科学出版社，

2014年，第240-252页。

②石涛：《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植物遗存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a.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b.金和天：《云南剑川海门

口遗址植物遗存综合分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3-67页。

④李小瑞、刘旭：《云南江川光坟头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

⑤王祁：《云南澄江学山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⑥杨薇：《云南河泊所和玉碑地遗址植物遗存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1-41页。

⑦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考古》2012年第1期。

⑧杨薇、蒋志龙、陈雪香：《云南东川玉碑地遗址（2013年度）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中国农史》2020年第1期。

⑨ a.黎海明、左昕昕、康利宏等：《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分析揭示的云贵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农业发展历程》，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7期; b.刘鸿高：《滇西北地区旧石器至青铜时代人类活动与动植物资源利用研

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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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属种子的发现，表明遗址居民也采集野生果实作为食物补充①。2012年遗址发现小麦2粒，测年结果

显示小麦为商代遗存，晚于遗址的主体年代，但仍是西藏高原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②。曲贡遗址此前已

有孢粉、农作物加工工具等间接证据表明遗址存在农业种植活动。最新的植物考古材料显示，生活在曲

贡遗址的先民既经营粟作农业，又有麦作农业，同时还种植荞麦，材料暂未正式公布③。而位于同一地区

的昌果沟遗址，农业结构与曲贡遗址相似，兼营麦和粟，其中大麦占据主导地位④。
西藏中南部地区还有2处遗址也发现了麦类作物遗存。一处是山南地区的邦嘎遗址，遗址2015

—2017年度的植物考古材料表明，该遗址农作物以麦类作物为主，其中大麦在农作物组合中占据绝大

部分⑤，大麦的直接测年结果为820—595 BC⑥。另一处是邦唐布遗址，遗址大麦测年结果为1263—

1056 BC⑦。

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的廓雄遗址，位于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曲玛乡，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麦测

年结果集中在1200 BC前后。廓雄遗址是迄今在日喀则地区乃至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发现的第一座

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该区域首例进行科学测年的史前遗址。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遗址农作物仅有

大麦一类⑧。
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发现麦类作物的遗址有4处，均未进行直接测年。丁东遗址F4室内地面和立石

（L1）周围清理出炭化大麦100余粒⑨，遗址C14测年结果为347 BC—71 AD⑩。如果大麦年代与遗址年代相

符，丁东遗址则是目前西藏西部出土大麦年代最早的遗址。另外3处发现麦类作物遗存的均为墓葬。格

布赛鲁墓地发现盛装在墓地随葬陶罐中的大麦籽粒和穗轴，经鉴定属于六棱裸大麦，C14测年结果为1505

—1396 cal. BC，是目前西藏地区年代最早的大麦遗存，材料暂未正式公布􀃊􀁉􀁓。曲踏墓地位于阿里地区象泉

河上游札达县城以西，其中M4墓室地面左侧发现大量大麦种子，并且“青稞种子堆积上还有编织物残痕，

应该是原来装盛谷物的袋子”􀃊􀁉􀁔。加嘎子墓地位于阿里曲龙村的北部牧区，年代与曲踏墓地相近。墓地采

集获得一块炭化食物遗存，经过残余物的科技分析，研究者推断该食物遗存是将稻米及麦类作物碾磨成

粉后制作而成，并夹杂了少量大麦、小麦、水稻、小米等作物，其中的麦类粉末可能属于青稞（表1）􀃊􀁉􀁕。

① Guedes JD, Lu HL, Li YX, et al. Moving agriculture on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Archaeo‐

logical &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14, 6(3):255-269.

② Song JX, Gao YY, Tang L, et al. Farming and multi-resource subsistence in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um BC: ar‐

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Karuo. Archaeological &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21, 13(3):2-16.

③葛威、吴文婉、马志坤：《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成功举行》，2019年12月20日，文献来源：中

国考古网：kaogu.cssn.cn/zwb/xsdt/xsdt_3347/xsdt_3348/201912/t20191220_5062999.shtml.

④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⑤ Tang L, Lu HL, Song JX, et al. The transition to a barley-dominant cultivation system in Tibet: First millennium BC ar‐

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Bangg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21, 61:101242.

⑥ Liu XY, Lister DL, Zhao ZJ, et al. Journey to the east: Diverse routes and variable flowering times for wheat and barley en

route to prehistoric China. PLoS ONE, 2017, 12 (11):e0187405.

⑦ Ibid.

⑧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22页。

⑨葛威、吴文婉、马志坤：《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成功举行》，2019年12月20日，文献来源：中

国考古网：kaogu.cssn.cn/zwb/xsdt/xsdt_3347/xsdt_3348/201912/t20191220_5062999.shtml.

⑩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藏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7年第11期。

􀃊􀁉􀁓 Zhou XY, Yu JJ, Spengler RN, et al. 5200-year-old cereal grains from the eastern Altai Mountains redate the trans-Eur‐

asian crop exchange. Nature Plants, 2020, 6:78-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阿里地区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阿里地区故如甲木

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任萌、杨益民、仝涛等：《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及加嘎子墓地可见残留物的科技分析》，《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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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小麦遗存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遗址
名称

卡若

中海
国际

格布赛
鲁墓地

昌果沟

拉萨
曲贡

阿梢垴

廓雄

邦唐布

永福村

燕磄村

郑家坝

邦嘎

新一村

海门口

光坟头

团山包

大山包

玉碑地

古城

河泊所

学山

丁东

曲踏
墓地

加嘎子
墓地

出土遗存与数量
（粒）

小麦（2）

小麦（4）

大麦

大麦（3000+）小麦
（4）

麦类

小麦（60）；小麦碎块
（15）；大麦（11）；大

麦碎块（9）

大麦

大麦

小麦？（3）

小麦（2）；大麦？（1）

大麦（1）

大麦；小麦

小麦？（1）；大麦？（1）

小麦（1477）粒；小麦
穗轴（115）；大麦

（29）

小麦（1003），大麦
（8）

小麦（112），大麦
（4），

麦类碎块（46）

小麦（7）

小麦（8）

小麦

小麦（158）

小麦（7481）；大麦
（7）

大麦

大麦

大麦；小麦

百分比

0.02%

0.75%

100%

0.50%

0.10%

0.03%

1%

56.30%

51.76%

99%

20.50%

0.29%

41.79%

63.74%

时代

商代早期

商代中期

商代中期

商代中晚期

商代中晚期

商代中晚期-汉

商代中晚期

商代中晚期

十二桥文化早期
（商末周初）

十二桥文化早期
（商末周初）
十二桥文化（商
末-西周中晚期）

西周-春秋

西周晚期—春秋

商代早期—西周；
西周末期—春秋

晚期

西周晚期—战国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

战国以前

春秋晚期—战国

石寨山文化（春秋
末期—东汉）

石寨山文化（春秋
末期—东汉）

战国中晚期—秦
汉

汉晋

汉晋

绝对年代
（BC）
1665—
1518

1510—
1425

1505—
1396

1595—
1236

1500

1400—
1AD

1393—
1052

1263—
1056

1150—850

1150—850

1150—650

820—595

800—450

1750—
1050；

760—390

800—200

700—390

410—200

500—200

850—530

500—200
AD

500—200
AD

347—71
AD

300

300BC—
300AD

年代获取方式

小麦（AMS）

农作物（AMS）

大麦（AMS）

小麦（AMS）

炭屑（LSC）

小麦（AMS）

大麦（AMS）

大麦（AMS）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大麦（AMS）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农作物（AMS）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小麦（AMS）；大麦
（AMS）

农作物种子（AMS）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农作物（AMS）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炭屑（LSC）

炭屑（LSC）

类型学与地层比对

文献来源

Liu et al., 20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4

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
学术研讨会，2019

傅大雄，2001；Liu et al.,
2016

第八届中国植物考古
学术研讨会，2019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
2017；

Guedes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7

Liu et al., 2017

石涛, 2012

石涛, 2012

闫雪等, 2013

Liu et al., 201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

金和天，2013

李小瑞等，20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1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17

杨薇，201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等，2012

杨薇，2016

王祁，2014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等，2007；吕红亮，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等，2015

任萌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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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南地区周边出土的麦类作物

麦类作物在西南亚被驯化后，开始了向东传播的历程。近年来中亚地区的植物考古工作为东西方

作物交流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从6000 BC开始，中亚地区就逐渐接触到麦类作物①，其中3000 BC-

1000 BC是东西方作物交流的关键时期。巴基斯坦东南部Begash遗址（2500 BC）②发现的农作物包括小

麦和黍；哈萨克斯坦Tasbas遗址（1500 BC）③的农作物以大麦为主，但小麦、粟和黍也有发现。东西方作

物在中亚地区交汇，连接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内亚山地走廊”在麦类的东传和粟类的西传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④。
从国内现有的麦类遗存分布情况来看，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小麦年代较早的遗址主要集中在甘

青地区、新疆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甘青地区的小麦遗存在齐家文化时期普遍出现，金蝉口遗址⑤、
火石梁遗址⑥、缸缸洼遗址⑦小麦直接测年的数据都在4000 BP前后，西山坪遗址⑧、东灰山遗址⑨虽然报

道过年代更早的数据，但缺乏直接的测年数据，仍存在争议。新疆北部通天洞遗址出土麦类作物的测年

结果显示，在5200 BP前后，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西亚麦类作物⑩，这是目前为止国内

发现麦类作物最早的遗址。虽然学界对麦类作物是否为本地栽培的认识还不明确，但这一发现将小麦

经由阿尔泰地区传入中国的年代向前推进。同时，也为证明欧亚草原通道这条早期文明交流线路提供

了有力的证据。除通天洞遗址外，新疆其他地区出土的小麦遗存年代整体都略晚于甘青地区，其中有确

切AMS测年数据的遗址包括古墓沟遗址（1886—1746 BC）􀃊􀁉􀁓，小河遗址（1896—1697 BC）􀃊􀁉􀁔，五堡遗址

（1509—1318 BC）􀃊􀁉􀁕，新塔拉遗址（2005—1622 BC）􀃊􀁉􀁖等。

① a. Harris D.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Western Central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b.

Spengler RN, Willcox G. Archaeobotanical results from Sarazm, Tajikistan, an Early Bronze Age Settlement on the edge:

Agriculture and exchang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13, 18(3):211-221.

② Frachetti MD, Spengler RN, Fritz GJ, Mar’yashev AN. Earliest direct evidence for broomcorn millet and wheat in the

central Eurasia steppe region. Antiquity, 2010, 84(326):993-1010.

③ Spengler RN, Frachetti MD, Donami P. Late Bronze Age agriculture at Tasbas in the Dzhungar Mountains of eastern Ka‐

zakhstan,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48:147-157.

④ Frachetti MD, Spengler RN, Fritz GJ, Mar’yashev AN. Earliest direct evidence for broomcorn millet and wheat in the

central Eurasia steppe region. Antiquity, 2010, 84(326):993-1010.

⑤杨颖：《河湟地区金蝉口和李家坪齐家文化遗址植物大遗存分析》，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⑥ Dodson JR, Li XQ, Zhou XY, et al. Origin and spread of wheat in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3, 72:108-111.

⑦ Li XQ, Dodson J, Zhou XY, et al. Early cultivated wheat and broadening of agriculture in Neolithic China. Holocene,

2007, 17(5):555-560.

⑧ Ibid.

⑨ a.Flad R, Li SC,Wu XH, Zhao ZJ. Early wheat in China: Results from new studies at Donghuishan in the Hexi Corridor.

Holocene, 2010, 20(6):955-965; b.李水城、莫多闻：《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年代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⑩ Zhou XY, Yu JJ, Spengler RN, et al. 5200-year-old cereal grains from the eastern Altai Mountains redate the trans-Eur‐

asian crop exchange. Nature Plants, 2020, 6:78-87.

􀃊􀁉􀁓 Liu XY, Lister DL, Zhao ZJ, et al. The virtues of small grain size: Potential pathways to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Asian

wheat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 426:107-119.

􀃊􀁉􀁔 Ibid.

􀃊􀁉􀁕 Dodson JR, Li XQ, Zhou XY, et al. Origin and spread of wheat in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3, 72:108-111.

􀃊􀁉􀁖 a.赵克良、李小强、周新郢等：《新疆新塔拉遗址农业活动特征及其影响的植物指标记录》，《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

2期；b.Dodson JR, Li XQ, Zhou XY, et al. Origin and spread of wheat in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3, 72: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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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遗址发现的麦类作物大多以小麦为主，因而多将小麦和大麦一起进行探讨。然而刘歆益等学

者通过对大麦、小麦花期基因等的分析，提出大麦和小麦的传播可能并未遵循相同的路线。从植物考古

证据来看，青藏高原南侧最早出现大麦的时间为3000 BC前后，北侧则为2000 BC前后，这与小麦传播西

早东晚的趋势形成对比①。西南地区目前出土大麦的遗址数量偏少，且集中在青藏高原南缘和云贵高原

地区。此外，从麦类作物的年代来看，存在着北部早于南部，西部早于东部的趋势，表明西南地区的麦类

作物可能经由多条途径传播而来，其中大麦的传播与青藏高原南缘路线关联更加紧密。

三、麦类作物传入西南地区的路径

西南地区跨越我国第一级和第二级阶梯，区域内地貌类型多样，其中山地面积占据总面积的80%

以上，为数不多的低海拔区域分布有较多的盆地、丘陵等地形单元。盆地是较为理想的人类栖居地，西

南地区分布有众多被称之为“坝子”的小盆地，是人们主要的生活区域。虽然多山的地形为区域之间的

直接交流带来了阻碍，但其间众多的河流、通道仍旧为区域内人群的迁徙和流动提供了可能。

（一）甘青路线（北线）

麦类作物尚未出现以前，西南地区与其周边区域就已经有作物交流的踪迹可循，青藏高原东缘的卡

若遗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开始利用粟和黍两类农作物②。而毗邻甘青地区的营盘山遗址，从事的也

是较为典型的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③。此外，成都平原桂圆桥遗址一期的农业面貌与川西地区相似，以

粟作农业为主。与此同时，桂圆桥一期发现的重唇口尖底瓶与大地湾四期、大李家坪二期、姜维城等遗址

相似度极高，暗示了甘青地区、川西地区和成都平原之间的关联④。对于西南地区旱作农业的来源，许多

学者关注到川西、藏东地区与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联，从考古学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了释读，认为粟

作农业可能是循着相应的文化传播路径进行扩散的⑤。甘青地区这条文化交流路径得到了众多考古证据

的支持，因此在这条交流路线形成后，很可能也成为麦类作物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之一。与此同时，大墩

子—礼州文化分布区域联结着滇北与川西南地区，可能也为麦类作物的进一步南向传播提供了便利。

（二）西藏高原南北缘路线（西线）

卡若遗址的小麦年代在 1600 BC 前后，属于遗址晚期，且出土的麦类作物仅小麦一类，未见大麦。

结合环境考古揭示出卡若遗址晚期气候转冷的自然情况，说明麦类作物在进入西藏高原东部以后，还未

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所以并未被大规模推广种植。西藏西部以格布赛鲁墓地为代表的地区在

1500 BC 前后开始有大麦传入。与此同时，西藏中南部地区的邦嘎遗址、昌果沟遗址也开始接触到大麦

和少量的小麦。由此可以看出，西藏高原小麦传入的时间是东部和中南部早，而大麦传入的时间则是西

部和中南部早。

从小麦遗存的年代早晚来看，西藏高原南北缘对应着大麦、小麦两条传播路径。其中，小麦从中亚

① Liu XY, Lister DL, Zhao ZJ, et al. Journey to the east: Diverse routes and variable flowering times for wheat and barley en

route to prehistoric China. PLoS ONE, 2017, 12 (11): e0187405.

② a.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b.Guedes JD,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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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ogical Sciences, 2014, 6(3):25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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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向东继续传播到青藏高原之后，经由青藏高原北缘继续向东传播。这条路径与甘青地区河西走廊

的关联更紧密，对应赵志军先生提出的“绿洲通道”①。

青藏高原南缘联结着南亚、西藏高原以及广阔的中国西南地区，考古证据显示，新石器时代中国与

南亚已经存在文化交流。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先生关注到克什米尔地区布鲁扎霍姆遗址和卡若遗址

半地穴式建筑和长方形穿孔石刀等遗迹遗物的相似性，指出两地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生联系②。
随后，霍巍先生将研究视野扩大至我国西南山地，提出布鲁扎霍姆遗址和卡若遗址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

来源于中国西南山地农业文化区，“由澜沧江西下雅鲁藏布江，然后逆江而上，由班公湖一带进入克什米

尔境内”③。吕红亮先生则从考古出土物、人种、栽培作物等研究视角进一步论证了西藏西部地区与南

亚西北部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拉开序幕的文化互动④。
有学者认为南亚沿线的气候、降水等自然条件不太适合麦作农业发展。所以，小麦“也许会”通过南

亚传入中国，但通过这条路径传播的可能性较低⑤。喜马拉雅地区虽然存在诸多水热条件较差、不适宜

发展农业的区域，但是多山的地貌为发展垂直农业提供了可能，不少山前平地或山谷也能够种植谷物。

此外，这一区域面积广阔、人口稀少，是开展牧业较为理想的场所。民族志材料显示，许多游牧民族并非

只有单一的牧业，也会小规模经营种植业。Salzman在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研究中提出，游牧民族的

生业经济是多样的，为了满足自身对资源的需求，他们可能有着多种类型的资源来源，例如农耕、放牧、

采集、狩猎等⑥。从中亚地区农作物交流传播的结果来看，游牧人群在麦类作物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因此，麦类作物也可能随着青藏高原南缘游牧人群的移动而向东传播。

据《史记》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看到来自巴蜀地区的蜀布、邛竹杖，得知这些

物品是从大夏东南的身毒国而来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哀牢传》记载：“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

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⑧封牛原产于印度，也叫瘤牛。李家山、石寨山出土的青铜

模型、贮贝器等器物上所装饰的肩颈部有凸起的牛应当也是封牛。《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时的永昌

地区生活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⑨。据方国瑜考证，永昌郡的西界已达今缅甸的伊洛瓦底

江流域⑩。可见当时的印度和云南地区已有通道可以往来。童恩正在考察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时

就观察到，南亚东北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石锛，长方形有孔石刀等，和云南

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类型极为相似；阿萨姆地区出土的陶器纹饰、器形等也与云南地区存在共

性，此外，干栏式建筑在阿萨姆地区也普遍流行􀃊􀁉􀁓。在青藏高原南缘这条通道上，除了家养动物、日常使

用器物等的交流，也存在农作物的交流。

因此，西藏高原路线应当有两部分，青藏高原北缘的内亚山地走廊—天山—河西走廊和南缘的印度

西北—印度南部—恒河流域都可作为麦类作物传播的通道。

①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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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Betts A, Jia PW, Dodson J. The origins of wheat in China and potential pathways for its introduction: A review.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4, 348:158-168.

⑥ Philip Carl Salzman. Pastoralists: Equality, Hierarchy, And The State, Colorado:Westview Press, 2004.

⑦［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6页。

⑧［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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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南地区麦类作物发展的区域差异

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出土的麦类作物在遗址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主要粮食作物、辅助性粮

食作物以及与丧葬有关的仪式性作物。从表1可以看出，麦类作物占比较高的遗址包括川西山地的阿

梢垴遗址（100%）以及云贵高原的海门口遗址（56.30%）、光坟头遗址（51.76%）、团山包遗址（99%）、大山

包遗址（20.50%）、河泊所遗址（41.79%）、学山遗址（63.74%）。7处遗址平均海拔为1931.43米，地形均属

于海拔较高的山地。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高原的麦类作物存在两种不同的功用。在高原中南部雅鲁藏

布江河流域的遗址中扮演主粮的角色；而在高原西部地区发现的麦类作物，大都出土于墓葬，与遗址中

的内涵有所不同。例如加嘎子墓地发现的粮食残块，由水稻、大麦磨成粉，掺入大麦、小麦、小米、水稻等

谷物种子制成，并且未经烹制，很可能与当地的特殊丧葬习俗有关，属祭祀性或仪式性食物①。

而西南地区海拔较低的区域，如四川盆地、川东丘陵等地区的麦类作物，则呈现出与高海拔地区完

全不同的境况。麦类作物在低海拔地区属于辅助性粮食作物，在遗址的农作物中所占比例极低，通常不

足1%。因为缺乏更多的作物加工副产品证据，这些麦类作物是否为本地种植也不甚明晰。

截然不同的作物格局反映出西南地区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先民对麦类作物选择的差异。《山海经·海

内经》记载，西南地区广阔的“都广之野”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

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②而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录了川西地区自

然环境相对恶劣，可选择种植的农作物极为有限：“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土气多寒，在

盛夏冰犹不释……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③文献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农

业生境，肥沃广阔的“都广之野”与相对贫瘠的川西山地。

通过对西南地区先秦时期麦类作物的梳理，我们发现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平地区域，地势较平

坦、土壤肥沃、降水充沛，拥有发展稻作农业的天然条件，稻在产量、规模上都能够维持区域内迅速发展

的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以稻为主的农业结构趋于稳定，很难被外来作物打破。但是山地地区不连续的

地貌以及相对分散的聚落分布模式，并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单一型农业。麦类作物的传入能够很好地与

原有的游牧、小规模农耕相结合，提高粮食产量。加之麦类作物的耕作、收获时间与粟、黍等并不重合，

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

许多学者关注到西南地区与甘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关联，例如陈苇提出的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之

间“四纵三横”的交通路线，在不同阶段与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最终对西南山地文化格局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④。总体来看，西南山地麦类作物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与周边甘青地区相似的路径。甘青地区植物

遗存最早见于大地湾遗址一期，黍最先出现，仰韶文化早期出现粟⑤。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的农业

经济达到鼎盛，但在随后的齐家文化阶段迅速衰落⑥。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黄土高原南北地区因为水

资源的压力，在粟和黍的选择上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黄土高原北部更倾向于选择耐旱的黍；而南部

地区则种植粟，部分地区还种植稻⑦。齐家文化时期，麦类作物开始出现。至辛店文化时期，湟水流域

①任萌、杨益民、仝涛等：《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及加嘎子墓地可见残留物的科技分析》，《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1期。

②［晋］郭璞注，［清］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90页。

③［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8页。

④陈苇：《甘青地区与西南山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及互动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刘长江、孔昭宸、朗树德：《大地湾遗址农业植物遗存与人类生存的环境探讨》，《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⑥ An CB, Tang LY, Barton L, Chen FH. Climate change and cultural response around 4000 cal yr B.P.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ese Loess Plateau. Quaternary Research, 2005, 63(3):347-352.

⑦ Sheng PF, Shang X, Sun ZY, et al. North-south patterning of millet agriculture on the Loess Plateau: Late Neolithic adap‐

tations to water stress, NW China. The Holocene, 2018, 28: 1554-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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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格局已经转变为麦类作物为主。其中大麦的地位更加重要，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至卡约文化时

期①。与西南地区相似，麦类作物，特别是大麦能够在海拔偏高、水热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较快地适应，

而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区域，则偏向于维持原有的农作物体系，外来作物的影响较小。

作物在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其中有一条便是成功传播并迅速发展；但“有

时在传播过程中，食物生产和驯化物种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这就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

传播失败或转型。”②西南地区的麦类作物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观点。以成都平原为例，从桂圆桥一期的浮

选结果来看，粟的比例较高。但从宝墩文化开始，稻就占据了绝对地位，粟占的比例极小。这表明以粟

为主的农业结构在向成都平原扩张的过程当中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当地环境，而且粟的产量也无法支

撑日益增多的人口，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高产的稻所取代。但是种植粟的传统却得以保留，在不具

备灌溉条件或地势较高的地带，仍旧可以小规模种植。成都平原虽然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接触到麦类

作物，但在遗址中几乎都是零星的发现，与稻作经济的重要地位根本无法相比，这显示出平原地区居民

对于外来农作物的较低接纳度。

而在麦类作物较早出现的山地地区，以阿梢垴遗址为例，麦类作物是其主要谷物来源。新石器时代

晚期该区域内许多遗址还是以粟、黍为主的农业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山地居民与平原居民对外来作物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山地居民更容易接受新作物，能迅速种植并推广，而平原地区稳定、相对高产

的农业格局不易被打破。其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生存环境中的居民对新作物的认知差异。在栽培、管理

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对于平原地区已有的高产作物体系来说，更新作物体系面临着较大的风险；而山

地不同的地貌环境下可以尝试性地对新作物进行种植，并不会使原有作物体系受到太大的影响，同时，

在山地多样性的生计来源当中，谷物种植只是其中一部分，即使种植不同的作物也不会对其生计来源造

成过大的压力。

此外，小麦之所以能够在西南山地被快速接纳，也是多方原因共同促成的结果。小麦属旱地作物，

对土壤的适应力较强，但小麦种植需要足够的光、热、水条件。高海拔地区光照充足、热量条件好，对于

发展小麦种植较为有利。从技术上看，青铜农具、灌溉技术的演进，也为小麦种植提供了保障。从烹饪

方式来看，稻、粟的烹饪方式大多是进行蒸、煮等，虽然也有证据表明粟可能用于制作面条③，但在云贵地

区还未发现直接的证据。而麦类作物，特别是小麦的烹饪方式除了蒸、煮等，还可以磨粉制成其他形式

的食物，“粒食方法一般就是煮粥或干饭，总之要用碗一类容器盛食，不利于携带和贮存；而面食可以制

成含水量较少且有一定形状的饼、馒头，不仅方便携带，还适于短期保存。相比粒食，显然面食与游猎民

族的生活更为契合。”④

整体来看，西南山地的生计来源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特点，与欧亚草原的区别在于西南山地大部分

地区天然草场面积有限，利用天然草场发展牧业仅限于小规模操作。此外，家畜、家禽饲养、野生动植物

资源猎取、谷物种植等多样的生计方式支撑着西南山地众多小型聚落的发展。这种在特定的生态环境

（下转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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